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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制造能否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何    爱,  王怡倩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通用人力资本指个体拥有的一组知识、技能和能力，具有高度的可转移性和广泛

的适用性。尽管通用人力资本是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重要战略资源，但是现有文献尚未探讨

制造企业中是否存在与通用人力资本相关的 “服务化悖论”问题。本文选取A股上市制造企业

为研究样本，探究服务型制造与通用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服务型制造能够显

著推动通用人力资本升级，其作用机制与路径体现为效率工资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 ESG 优
势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服务型制造对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

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从行业要素密集度来看，服务型制造对通用人力资本

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就服务型制造类型而言，嵌入型服务可以显著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

级，而混入型服务的作用则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服务型制造微观经济后

果的理解，也为制造企业通过提升通用人力资本获取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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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生产活动分布于众多企业（Bilal等, 2022），各企业均处在组织变革的

动态进程中。服务型制造作为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战略（Zhang等, 2023），已成为全球制造企

业组织变革的主流趋势。在我国，制造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同样将服务型制造视为转型

升级与组织变革的核心路径。如海尔家电、东方汽轮机、三一重工等企业，通过扩大产品附加服

务供给（Wang等, 2023）提升市场竞争力。《服务型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信厅科〔2024〕
32 号）也明确提出，服务型制造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是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这一模式对企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引发学界广泛探讨，研究多聚焦

于企业绩效与竞争优势（Neely, 2008; Suarez等, 2013; Josephson等, 2016; Wei等, 2022;
Soellner等, 2024），旨在回应“服务化悖论”，即制造企业服务化未达预期收益（Gebau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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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的学术问题。然而，关于服务型制造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研究，现有研究仍

较为缺乏。

企业劳动力市场不仅关乎就业配置与员工结构，更是人力资本系统性发展的关键场域。资

源基础观视角下，组织与战略领域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蕴含的知识既是企业绩效的核心决定

要素（Coff, 1997），也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Barney, 1991）。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

业为维持竞争优势，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成为必然选择（Mayer等, 2012; Chatterjee, 2017）。而企

业人力资本的动态变化与组织变革紧密相连（Hong，2020），这意味着新的组织实践是推动人

力资本提升的有效路径。服务型制造作为组织变革的重要方向，其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内在

联系值得深入探究。但现有关于服务化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员工收入层

面，且结论存在分歧：部分研究认为服务化会加剧内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Boddin和Kroeger,
2022; 肖挺和陈周永, 2024），另一些研究则指出，服务化能通过优化员工构成来缩小工资差距

（陈丽娴, 2022），这表明服务型制造与企业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元。更进一步看，发展服务

型制造要求企业向价值链上游延伸，通过创造高价值产品与服务摆脱成本竞争（Neely, 2008），
满足消费者新需求以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Raddats等, 2019; Khanra等, 2021）。这一长期战略

的实施，依赖稳定合作的人力资本作为后盾。既有研究表明，企业投资通用人力资本更有助于

延长与员工的合作周期，为自身创造价值（Teodorovicz等, 2024）。因此，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

亟需提升通用人力资本水平，推动服务增值与价值共创。然而，服务型制造也会导致经营成本

上升（Gebauer, 2005），为维持盈利，企业可能削减技能或高教育劳动力雇用，进而抑制通用人

力资本提升。这种矛盾现象引发思考：服务型制造转型中，是否存在通用人力资本的 “服务化

悖论”？本文将聚焦该研究问题，深入剖析服务型制造影响企业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内在机制，

旨在为服务型制造及企业劳动力市场配置研究提供新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制造业企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本文以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手工搜集编码的服务型

制造数据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服务型制造能显著提升企业通用人力资本水平。通过控制交互固

定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自选择偏差、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反向因果问题，并开展多

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效率工资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ESG优势

效应，共同构成了服务型制造提升通用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第一，尽管已有研究证实，服务型制造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对经济增长具有深远影响（祝树

金等, 2021; 张峰等, 2021; Zhang等, 2023; Soellner等, 2024），但鲜有研究关注其对企业劳动力

市场配置的影响。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产业组织理论，探究服务型制造与企业通用人力资本

升级的关联，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文献。第二，通用人力资本对企业长期战略变革与发展意义

重大（Campbell等, 2012; Starr等, 2018; Teodorovicz等, 2024），以往文献多以员工构成①（刘啟

仁和赵灿, 2020; Sun等, 2020; 陈丽娴, 2022）这一非系统性指标衡量中国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虽然属于通用人力资本范畴，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聚焦人力资本整体高级化，为中国企

业通用人力资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文献回顾

本文致力于探索服务型制造与通用人力资本升级之间的关系，与本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

 ①主要包括学历结构、技术结构和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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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主要有两类。

一类涉及服务型制造的微观经济后果。“服务化”的概念最早由Vandermerwe和Rada
（1988）提出，但直到Gebauer等（2005）提出“服务化悖论”才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关注。部分文献

采用WIOD中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从宏观层面衡量制造业行业投入服务化的经济后果（例如: 刘
斌等, 2016; 刘维刚和倪红福, 2018; 郭娟娟等, 2022）。企业层面，作为融合产品生产和服务的

新业态，服务型制造通过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祝树金等, 2021），构建“产
品—服务系统”解决了供应商无法仅通过产品优势确保竞争地位的问题（Soellner等, 2024）。作
为制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战略之一，服务型制造增加了销售服务营业额、创新了商业

模式、并与进口竞争共同作用进而改善企业绩效（Neely, 2008; 张峰等, 2021 ）。但随着服务收

入占比的增加，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利润率和TFP之间逐渐呈现U形关系（Suarez等, 2013;
肖挺, 2021; 王玉燕和姬含笑, 2023）。作为提升核心产品附加值的主要途径，不同类型服务化

转化为竞争优势的程度也有所差异，相比混入型服务，嵌入型服务更能够降低企业风险

（Josephson等, 2016; Benedettini等, 2017）及提高市场势力（Zhang等, 2023）。遵循组织知识创造

和组织惯性理论，服务型制造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探索性创新、开发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

（Wei等, 2022; Wang等, 2022）。然而，现有文献关注了服务型制造的竞争优势，对通用人力资

本的研究却较为鲜见。有别于上述文献，本文从资源基础观出发，重点分析服务型制造对企业

通用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拓展了服务型制造的企业微观经济效应研究。

另一类文献涉及企业通用人力资本。自Becker（1964）开创性地提出企业人力资本这一概

念，学术界主要集中于讨论企业特定人力资本（ 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FSHC）和通用人力

资本（General human capital, GHC）。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早期重点关注FSHC，
即在企业组织中获得且对其他企业用处不大的特定知识、技能和能力（Becker, 1964），及其所

产生的企业能力差异（Mayer等, 2012），指出在双重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交易成本的存在决

定了FSHC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由企业与雇员共同分担，该结论也是对科斯定理的回应（Becker,
1964; Hashimoto, 1981; Leuven和Oosterbeek, 2001）。FSHC也被认为是资源基础理论的核心

（Barney, 1991），通过限制员工流动性来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Campbell等, 2012）。然而，已有

研究对FHSC的理解并不一致，可能的解释在于与资源相关的FSHC难以测量（Gerhart和Feng,
2021; Oyedeji和Coff, 2024），且感知的FSHC和实际的FSHC可能无关甚至负相关（Oyedeji和
Coff, 2024）。相反，当提高员工FSHC更易导致他们质疑自己与企业发展的契合度，从而引发不

满或降低工作嵌入性并离职（Raffiee和Coff, 2016; Oyedeji和Coff, 2024），且劳动力市场存在高

流动性摩擦时，企业投资于GHC可能更为合理（Campbell等, 2012; Starr等, 2018）。从企业发展

的角度看，GHC和FSHC相辅相成，提高GHC将激励企业投资于FSHC培训，因此可将GHC投资

视为实现价值创造的关系战略（Teodorovicz等, 2024）。以中国企业为样本的人力资本升级文

献从劳动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员工构成优化的成因（刘啟仁和赵灿, 2020; 叶永卫等, 2022）及其

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Sun等, 2020），尚未从系统性角度研究通用人力资本。区别于上述文

献，本文试图立足产业组织理论，深入探究服务型制造对企业通用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服务型制造与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再工业化时代，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迫使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制造企业仅靠优化

产品生产核心业务已不足以维持竞争优势（Soellner等, 2024），必须转向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Kohtamäki等, 2024），而服务型制造作为整合生产和服务的创新型商业模式，能助力企业获取

可持续竞争优势（Zhang等, 2023）。服务型制造涉及在核心业务中增加服务投入、从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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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务过渡、构建集成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系统（Vandermerwe和Rada, 1988; Fang 等, 2008;
Baines等, 2017; Soellner等, 2024），体现了“制造+服务”的新型产业形态。特别地，数智技术的

突破性发展拓宽了服务型制造的细分模式，包括云制造、共享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全供应链

管理和云服务平台等，以培养独特的客户价值。因此服务型制造更强调企业应形成服务嵌入的

生态系统，要求企业不断地、动态地重新配置资源（Kohtamäki等, 2021），包括系统性劳动要素

资源即通用人力资本。

通用人力资本可概括为内化于个体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等，可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

积累获得（Becker, 1964; Mincer, 1974），可在不同企业间转移（Ployhart, 2011）。资源基础观将

企业视为一系列异质性资源的集合，强调企业拥有的独特资源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Barney, 1991），由此RBV也是连接企业战略和战略人力资本的核心纽带（Gerhart和Feng,
2021）。服务型制造作为企业的重要战略性手段和差异化竞争的主要工具（张峰等, 2021），必然

引起通用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升级。

服务型制造不仅意味着企业组织战略的变革，也意味着商业模式和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

该创新过程必须匹配充足的知识资本。基于知识创造的理论文献表明，服务型制造涉及更多与

客户和其他异质性知识体的互动，要求企业发展有利于客户价值创造的服务相关能力（Wei等,
2022），也要求企业不断升级人力资本以作为支撑相关能力发展的知识基础。换而言之，在激烈

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产品差异化和复杂度的提升导致客户对配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服务型

制造作为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竞争战略，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Radda ts等 ,   2019 ;
Chirumalla等, 2023），但为适应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动态变化，制造企业必须重新配置资源，通过

服务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对产品生产、组织管理、营销策略实施等一系列经济活

动进行变革，该过程需要知识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陈伟等, 2021）。随着新一轮信

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前沿数字技术已成为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的最有效手段，尤其需

要工作实践方式和组织资源的根本性重新配置（Kohtamäki等, 2021）。现有研究指出，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替代低技能劳动力进而改变了劳动要素市场职位匹配的技能需求

（Acemoglu等, 2022），在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过程中，前沿技术与服务化的相互交织也会降低

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升级。此

外，服务型制造本身作为流程技术创新，也提供工业设计和信息增值等技术相关服务，与从事

研发的高技能劳动力产生互补作用（诸竹君等, 2023），提升了人力资本资源匹配效率。

由此，因服务本身具备的无形性特征，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的长期战略变革必须以人力资

本升级作为重要载体。尽管企业人力资本可区分为GHC和FSHC，本文认为服务型制造直接提

升GHC。一方面，制造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获取和管理额外的能

力，而不是专门以核心业务为中心的能力（Chirumalla等, 2023），这些能力以交互式发展而非独

立发展的方式促进了企业服务化（Raddats等, 2017）。人力资本作为企业的知识能力和竞争优

势来源，其在服务型制造发展中的升级优化也应聚焦于整体角度而非特定角度。另一方面，人

力资本不能为企业完全控制，员工可以自由地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带去其他企业（Chatterjee,
2017）。投资于GHC能够降低员工离职意愿（Manchester, 2010），或者说，相比FSHC，拥有

GHC的员工更可能长期任职及感知工作满意度（Raffiee和Coff, 2016; Oyedeji和Coff, 2024）。更
为甚者，GHC的增加必然导致企业FSHC的增加，两者的紧密联系预示着甚至没有必要将他们

分开讨论（Morris等, 2017）。因而当发展服务型制造的获益成为特定激励，GHC也成为企业核

心资源，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地位（Kryscynski等, 2021）。总结而言，本文认为发展服务型制造

将倒逼企业通用人力资本升级，并提出假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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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制造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能显著促进企业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2. 服务型制造、效率工资与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劳动力在部门之间流动壁垒的降低有助于服务型制造发展（潘珊和郭凯明, 2024）。GHC
既可从内部培训中提升，也可由外部招聘获得，因此劳动力流动性与服务型制造企业的GHC
积累直接相关。企业甚至越来越依赖于从组织外部雇用、而不是在内部开发员工GHC（Kryscynski
等, 2021），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反映了通用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品，效率工资由此成为服务型

制造促进GHC的重要决定因素。

一方面，服务型制造提高了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市场势力（Zhang等, 2023），使得企业可以

加成定价攫取垄断经济租金，并扩大产品差异化程度以维持高额利润。向下倾斜的随机移位需

求曲线意味着企业会提供“昂贵”的职位空缺来促进企业发展（Bilal等, 2022），高工资吸引更多

的工人来填补职位空缺时，员工—职位随机匹配效率将大幅优化（Kaas和Kircher, 2015），推动

企业不断积累GHC。因此，从产品供给角度看，服务型制造提升了企业实际工资水平（马述忠

和许光建, 2019），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另一方面，服务型制造企业的差异化生产导致差异

化的劳动力需求，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差异化需求和搜寻性摩擦时，企业也拥有一定的劳动力市

场势力（Berger等, 2022），此时企业不会按照价格接受者的身份支付市场出清工资（Webber,
2015），而更倾向于支付效率工资以提升GHC。尤其是当外部企业可能会向非特定技能员工支

付低工资时，效率工资能够阻止员工离开核心企业，有助于维持企业竞争优势（Oyedeji和Coff,
2024）。因此，从要素需求角度看，服务型制造企业有能力提供效率工资，提升通用人力资本水

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此处提出假设2。
假设2：服务型制造企业通过采取效率工资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3. 服务型制造、规模经济与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当经济中资源重新配置引起“达尔文效应”带来效率提升时，可以解释70%~90%的规模收

益增长（Baqaee等, 2024）。在中国，目前服务型制造的发展仍处于促进企业内和企业间资源配

置效率的阶段（祝树金等, 2021），利于生产规模扩张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当企业层面的技术连

续可微时，要素价格冲击将引起要素替代和规模经济的内生反应（Lashkari等, 2024），如果将服

务型制造视为一种生产制造工序环节和工艺流程优化的技术创新，也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

本与扩大市场规模，带来规模效应（诸竹君等, 2023）。当服务型制造扩展产品供给以包括服务

时，能够促进企业生产专业化和参与市场分工，发挥企业比较优势、带来“干中学”效应，直接降

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刘维刚和倪红福, 2018），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简而言之，服务型制造表现

出规模经济，有助于企业发展及战略资源的优化。

规模经济体现为生产成本下降和生产规模的扩张。生产规模扩张拓展了企业边界，促进企

业成长（Nason和Wiklund, 2018），企业成长性的提高吸引更多人力资本流入企业，人力资本高

级化水平不断攀升（朱喜安和马樱格, 2024）。生产成本降低有利于企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

降，提高消费者需求，促使企业继续扩大生产，增加对生产和服务环节的劳动力需求、促进就业

（毛其淋和王玥清, 2023）。规模经济性也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加速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尤

其是集聚更高水平人力资本。企业从内外部吸引的人力资本主要经由教育、培训和组织学习过

程获得，可以归结为通用人力资本（Manchester, 2010; Morris等, 2017）。在服务化组织中，高质

量GHC的变化也能创造更多与服务相关的FSHC，提升服务化组织的生产效率和竞争优势

（Ployhart等, 2011）。
综上，本文认为制造业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能够扩大生产规模并降低相对成本，进而提升

通用人力资本水平，并提出假设3。
假设3：服务型制造通过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服务型制造能否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57



4. 服务型制造、ESG优势与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ESG指代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角度衡量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制造业企业正面临更大

的竞争压力，以突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贡献（Kohtamäki等, 2024），必须转向

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服务化就是未来产生企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领域（Rabetino等, 2021）。
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可通过增加减排设备投资、提高企业污染处理能力和提高技术创新能

力减少污染排放强度，发挥服务化的环境效应（郭娟娟等, 2022）。服务和产品的整合创新了商

业模式（Raddats等, 2019; Kohtamäki等, 2024），改变了竞争立场以获得企业价值的持续交付

（Fang等, 2008），作为先进服务的关系治理战略（Sjödin等, 2019）优化了企业资源配置和公司

治理体系。此外，提高服务质量和拓展服务类型是制造业企业与客户、消费者实现长期合作和

价值共创的重要途径（Benedettini等, 2017），有助于服务型制造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通过价值共

创来有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Yang等, 2023），提升可持续性并保持竞争地位。总而言之，企业

实施服务化可多方位地获得ESG优势增益。
企业具备的ESG优势，是推动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有效因素。从外部市场来看，依据信号

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ESG得分较高的企业在人才市场上更具吸引力，能够有效吸引并留存潜
在人才，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Liu和Nemoto, 2021）。同时，ESG优势
也能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通过规模扩张、融资约束缓解和劳动力吸引效应增加内部
就业规模（毛其淋和王玥清, 2023），促进企业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企业内部来看，ESG表
现能通过释放资源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发挥激励效应增强员工创新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
效应（张泽南等, 2024）。此外，企业实施ESG活动作为一种信号，为员工塑造了参与组织战略变
革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对组织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认可度，从而提高员工效率和人力资本
（Jin和Kim, 2022）。本文因而提出假设4。

假设4：服务型制造通过增强ESG优势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 

三、  研究设计与实证策略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2009—2022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制造业界定参考Fang等（2008）
的做法，以美国产业分类码（SIC）中制造业代码对应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
2011）进行匹配，最终得到制造业行业共17个。企业和行业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服务型制

造数据从Wind数据库和企业年报进行手工搜集编码，通用人力资本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地

区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历年）。本文对初始数据进行筛选，剔除金融类、ST、
*ST、重复上市以及已退市企业，以提高参数估计有效性。本文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所有连续变

量采取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减少异常值干扰。经数据匹配和整理后，最终获得“企业—年度”
观测值共23 918个。

（二） 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通用人力资本水平（Ghc）。通用人力资本一般被认为体现了员工的知识、认

知和能力，主要源自教育和学习（Becker, 1964; Mincer, 1974），但难以观察和衡量（Morris等,
2017）。本文认为通用人力资本升级涉及人力资本系统的整体向上发展，并借鉴刘智勇等（2018）
的做法，尝试将测算产业结构变化和宏观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空间向量夹角法应用于企业

层面，按照受教育程度将企业员工分为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5类，计算企业人力

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并以此衡量通用人力资本水平（Ghc）。计算过程留存备索。

该指数整体上体现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和提升的情况，适合作为通用人力资本水平

的衡量指标。其值越大，通用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参见表1），Ghc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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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16.9771，最大值为19.4100，标准差为1.1813，表明Ghc在不同制造业企业之间呈现出一定

差异性。
 
 

表 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计算方法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通用人力
资本水平 Ghc 空间向量夹角法 20 013 16.9771 1.1813 15.6533 19.4100

解释变量 服务型制造 Service
服务业务收入/营业总收
入；服务业务收入由手工

搜集整理而得
20 013 0.0238 2.8235 0.0000 0.1253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企业总资产） 20 013 22.0176 1.1809 19.1902 25.5691
企业年龄 Age ln（上市年限+1） 20 013 1.9270 0.9116 0.0000 3.3322

所有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取1，否则取0 20 013 0.2595 0.4384 0.0000 1.0000

托宾Q值 TobinQ
（股票市场价值+债务账
面价值）/总资产账面价值 20 013 2.0717 1.3376 0.0000 9.0297

资本要素
规模 eap

ln（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
余额） 20 013 19.2006 4.8611 0.0000 24.2005

研发强度 Inno
研发经费投入绝对额/主

营业务收入 20 013 5.0936 4.3009 0.0000 26.5500

企业内部
薪酬差距 gap

Ln（高管平均薪酬−普通
员工平均工资） 20 013 4.6527 3.4138 0.0000 20.5526

行业勒纳
指数 ler （价格−边际成本）/价格 20 013 0.0321 0.4409 0.0041 0.2148

　　注：描述性统计根据主回归样本设定。
 

核心解释变量：服务型制造（Service）。本文经手工搜集编码获得服务型制造数据。主要借

鉴Josephson等（2016）和张峰等（2021）的做法，通过计算制造业企业中服务业务收入在总收入

中占比来衡量。

首先，在企业年报中查找企业的经营业务范围和营业行业，初步识别该企业是否存在服务

业务，若是，则判断为服务型制造企业。其次，对所有服务型制造企业服务业务收入进行年度汇

总。由于很多企业公布的营业行业类别未按照国家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划分①，因而难以准确识

别企业的服务业务收入。此时需要逐条手工整理，以营业产品划分的营业收入为标准统计服务

业务收入。再次，将两种标准得到的服务业务收入进行对比分析，若结果一致，直接计算该企业

的服务业务收入占比；若两者存在较大差异，则进一步根据企业年报对经营范围的描述进行核

实及讨论，最终确定该企业是否存在服务业务，并判定其服务业务收入占比。

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中，服务型制造（Service）均值为0.0238，标准差为2.8235，最大值为

0.1253，最小值为0，说明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型制造整体水平仍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控制变量。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①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来表

示；②企业年龄（Age），采用上市年限加1取自然对数表示；③所有权性质（SOE），当企业性质为

国有控股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④托宾Q值（TobinQ），采用股票市场价值与债务账面价值之

和与总资产账面价值的比值来表示，体现了企业成长价值；⑤资本要素规模（eap），采用固定资

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取自然对数表示；⑥研发强度（Inno），采用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绝对额与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来表示；⑦企业内部薪酬差距（gap），采用高管平均薪酬和普通员工平均工

资的差值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行业层面控制变量选取行业勒纳指数（ler），采
用价格与边际成本偏离程度来表示。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

 ①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企业可以进行服务化转型的业务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务（如批发、信息传输、交通运输、租赁、金
融以及科研）、消费性服务业务（如娱乐、零售、餐饮、居民服务和房地产）以及公益性服务业务（如教育、卫生、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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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高维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Ghci jt = α0+α1S ervicei jt +
∑
βControli jt +λi+δt + θ j+εi jt （1）

其中，i、j、t分别为企业、行业和年份，Serviceijt表示企业i在t年的服务化转型水平，Ghcijt表示企业

i在t年的通用人力资本水平，Controlijt为控制变量集，λi、δt、θj分别为个体、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

εijt为误差项。本文在回归过程中，也另外引入“行业—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控制了随时间变化

的行业不可观测因素，以减少遗漏变量和不可观测特质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四、  服务型制造影响通用人力资本的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服务型制造影响通用人力资本水平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2）列为基准回归

的主结果。Service的回归系数为0.019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实施服务型制造能够

显著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控制变量中，Size、TobinQ和Inn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

规模、企业成长价值和研发水平的增加均能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而Age的回归系数统计上

显著为负，表明企业上市时间越长，越倾向于抑制通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由此，本文假设

1得到验证。
 
 

表 2    服务型制造对通用人力资本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Service
0.0203***

（0.0066）
0.0196***

（0.0067）
0.0186***

（0.0066）
0.0196**

（0.0068）

Size
0.0584**

（0.0256）
0.0619**

（0.0255）
0.0574**

（0.0260）
0.0619**

（0.0246）

Age
−0.1083***

（0.0400）
−0.1133***

（0.0399）
−0.1111***

（0.0408）
−0.1133**

（0.0452）

SOE
−0.0959
（0.0598）

−0.0980
（0.0597）

−0.1038*

（0.0602）
−0.0980
（0.0734）

TobinQ
0.0171**

（0.0077）
0.0172**

（0.0076）
0.0158**

（0.0077）
0.0172

（0.0113）

eap
−0.0000
（0.0022）

0.0001
（0.0022）

0.0003
（0.0022）

0.0001
（0.0027）

Inno
0.0112***

（0.0037）
0.0103***

（0.0037）
0.0095***

（0.0037）
0.0103***

（0.0033）

gap
−0.0025
（0.0037）

−0.0026
（0.0037）

−0.0031
（0.0037）

−0.0026
（0.0047）

ler
0.0388

（0.0344）
0.0303

（0.0343）
0.0207

（0.0362）
0.0303

（0.0343）

cons
15.7823***

（0.5591）
15.7234***

（0.5561）
15.8307***

（0.5685）
15.7234***

（0.5901）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时间×行业交互效应 否 否 是 否
N 20 013 20 013 20 006 20 013

Adj−R2 0.7047 0.7053 0.7057 0.7053
　　注：①括号内为聚类至企业的稳健性标准误，如无特别说明，下表同；②*、**和***分别表示10%、
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③第四列括号内为聚类至行业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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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准回归采取以下稳健性检验：①回归（1）只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②回归（3）加入

时间—行业交互固定效应；③回归（4）使用向上聚类至行业的稳健标准误估计。表2显示服务型

制造对通用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仍然在1%或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为基准回归结果提供

了稳健性解释。

（二） 内生性处理

本文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包括遗漏变量、自选择偏差和反向因果。基准回归中通过尽可能合

理地选择控制变量、控制固定效应和交互固定效应，缓解了因遗漏变量和不可观测特质产生的

内生性问题。自选择偏差源于服务型制造并非随机分配而是个体自选择的结果，本文采取倾向

得分匹配法进行处理。反向因果问题源于服务型制造与通用人力资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

响，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

1. 倾向得分匹配法

服务型制造的自选择偏差意味着存在隐含的0、1变量，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

构造反事实实验进行处理。首先，按照是否开展服务业务，将研究样本区分为服务型制造处理

组（MRSit=1）和非服务型制造控制组（MRSit=0）；其次，选择一组企业层面的匹配协变量，包括

存货周转率（ITO）、流动资产利润率（ROE）、总资产报酬率（roa）、营业总收入（TR）、企业规模

（Size）和资本要素规模（eap）；再次，基于最近邻匹配原则，以PSM方法为处理组样本选择特征

相似的控制组企业。表3报告了平衡性检验结果。经筛选之后，处理组共有观测值15 712个。匹

配前处理组样本的特征变量差异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匹配之后均表现为统计上不显

著。说明本文的倾向得分匹配的可靠性得到验证，能够较好地缓解自选择偏差问题。
 
 

表 3    匹配变量及平衡性检验结果

未配对样本 配对样本
N=23 918（未配对的总样本） N=20 470（处理组+对照组）

MSR=0 MSR=1 T 检验 MSR=0 MSR=1 T 检验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ITO 5 484 5.0003 18 434 4.2809 −11.10*** 4 758 4.3313 15 712 4.3023 −0.69
ROE 5 484 0.0710 18 434 0.0645 −2.72*** 4 758 0.0630 15 712 0.0624 −0.42
roa 5 484 0.0590 18 434 0.0531 −5.15*** 4 758 0.0509 15 712 0.0508 −0.15
TR 5 484 21.1580 18 434 21.3470 8.24*** 4 758 21.3990 15 712 21.4120 0.83
Size 5 484 21.7780 18 434 21.9900 10.61*** 4 758 22.0330 15 712 22.0490 1.14
eap 5 484 20.0290 18 434 18.7850 −15.39*** 4 758 20.2540 15 712 20.2870 0.78

 

本文也对比了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见图1。显示匹配前后对比较为明显，即匹配后处理组

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差异相比匹配前更趋于一致。表明匹配后的处理组样本与控

制组样本各方面特征相近，应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非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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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匹配前后倾向得分核密度分布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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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于PSM之后的匹配样本再次

进行高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检验服务型

制造对通用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结果如

表4第（1）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Service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通用人力资

本。第（2）列以协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

归，结果仍显示Service的系数在统计上显

著为正。均稳健地支持基准回归结果。

2. 高维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

服务型制造和通用人力资本均为企业层面变量，工具变量的选取较为困难。本文尝试构造

工具变量Ser_Ⅳijt=City_Minwage*Ser_Indbaseijt，其中City_Minwage表示当年地区最低工资水

平取自然对数值，Ser_Indbaseijt表示基期（2009年）同行业其他企业服务型制造平均值。该工具

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在于：①最低工资水平上升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服务增加值率（诸竹君

等, 2023），与服务型制造相关，且最低工资水平属于地区政策变量，符合外生性假定；②同行业

其他企业服务型制造的平均值必然影响核心企业的服务型制造水平，但因不包含核心企业且

只取基期值，满足外生性条件，该指标是常见的工具变量。高维固定效应Ⅳ估计结果如表5所
示。第（1）列展示第一阶段结果，工具变量Ser_Ⅳijt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与服务型制造正相关，

且K-P rk Wald F统计量为176.56，高于10%最小偏差下的Stock-Yogo临界值16.38，说明工具变

量选取合理。本文也进行了不可识别检验，K-P rk LM统计量为150.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

绝原假设，表明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第（2）列展示ivreghdfe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数值为0.0957，不超过基准回归系数的5倍，说明两者之间由于测量误

差导致的偏差不大。由此，外部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缓解反向因果内生性干扰之后基准回归

结果仍然稳健。本文除构造外部工具变量以外，也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表5第(3)列所展

示的结果证实了异方差工具变量结果的有效性，也是对缓解反向因果问题的进一步支撑。由此

本文假设1再次得到验证。

（三） 其他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通用人力资本通常从教育、培训和学习中获取，因此员工学历结构和技术结构也常被用于

 

表 4    PSM回归结果

（1） （2）

Service
0.0193***

（0.0068）
0.0212***

（0.0071）
控制变量 是
协变量 是

个体、时间、行业、cons 是 是
N 18 630 15 764

Adj−R2 0.7062 0.7087

 

表 5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高维固定效应Ⅳ两阶段结果 基于异方差的工具变量结果
（1） Service （2）Ghc （3）Ghc

Ser_Ⅳijt 2.3084***（0.1737）
Service 0.0957***（0.0302） 0.0186**（0.008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行业、cons 是 是 是

N 17 986 17 986
Uncentered−R2 0.9955 0.0042
K−P rk Wald F 176.56{16.38} 68.62{20.53}

K−P rk LM 150.26*** 289.24***

Hansen J统计量P值 0.6579
　　注：①{}括号内为最小偏差下的Stock-Yogo临界值；②若采用非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则异方差工具变
量回归结果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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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人力资本升级。本文此处延续刘啟仁和赵灿（2020）及孙早和侯玉琳（2019）等已有文献的

做法，以本科以上学历员工占比（MEDU）、硕士以上员工学历占比（HEDU）和技术员工占比

（TECH）作为衡量通用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服务

型制造对本科以上学历员工占比和技术员工占比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硕士以上

学历员工占比的影响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后仍稳健地支持基准

回归结果。本文假设1再次得到验证。

2. 检验滞后效应

考虑到服务型制造对通用人力资本升级影响的滞后效应，本文此处采取两种方式进行检

验。一是验证滞后1期的服务型制造与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关系，表6第（4）列显示，回归系数为

0.0146，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二是计算滞后1期和滞后2期服务型制造的平均值，并检验该

平均值对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表6第（5）列显示回归系数为0.0162且在10%统计水平上

显著。以上结果一方面证实服务型制造对企业通用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说明服务型

制造对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仅存在短期效应。这也启示制造企业应关注外部环境的动态

变化，不断转型升级、拓宽加深服务型制造业务，以保持对企业通用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获取

可持续竞争优势。 

五、  影响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 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对服务型制造影响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效率工资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ESG优势效

应进行了详细的理论推导，此处通过考察核心自变量服务型制造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探究机制

检验路径。模型设定如下：

Mi jt = ρ0+ρ1S ervicei jt +
∑
βControli jt +λi+δt + θ j+εi jt （2）

其中M i j t为中介机制变量，包括效率工资

（Ewage）、规模经济（EOS）和ESG优势

（ESG），其余变量与回归模型（1）保持一

致。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见表7）步骤如下：

1. 服务型制造至效率工资的机制检

验。企业为激励员工提高生产率，可以支付

高于市场出清工资水平的效率工资。本文

以企业平均薪酬超出地区平均工资的程度

衡量效率工资，该值越大说明企业的效率

 

表 6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替换被解释变量 检验滞后效应
（1）MEDU （2）HEDU （3）TECH （4）滞后1期 （5）滞后2期平均

Service
0.3578***

（0.0844）
0.0872***

（0.0338）
0.3542***

（0.0827）
0.0146**

（0.0066）
0.0162*

（0.008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行业、cons 是 是 是 是 是
N 21 263 21 519 21 671 18 213 16 203

Adj−R2 0.7587 0.8107 0.7634 0.7049 0.7118

 

表 7    效率工资、规模经济及ESG优势的影响
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Ewage EOS ESG

Service
0.1654***

（0.0495）
−1.8857***

（0.4967）
0.0144**

（0.00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行业、cons 是 是 是
N 21 697 21 697 21 636

Adj−R2 0.5580 0.6391 0.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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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越高。表7中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服务型制造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企业效率

工资水平。效率工资的实施有助于企业降低员工流动率、吸引和留住优质人才（Kaas和Kircher,
2015; Bilal等, 2022），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

2. 服务型制造至规模经济的机制检验。规模经济是指在特定条件下，企业生产规模扩大时

平均成本随之下降的经济现象。本文采用企业总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值来衡量规模经济，该比

值越高，表明规模经济程度越低。表7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型制造的实施能够在1%的

显著性水平下，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与销售成本，显著增强规模经济效应。已有研究表明，成本

下降驱动的生产规模扩张，有助于推动企业成长（Nason和Wiklund, 2018），优化企业内部劳动

力配置效率。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升，又与通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服

务型制造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通用人力资本升级，本文假设 3 得到验证。

3. 服务型制造至ESG优势的机制检验。本文参考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的做法，采用华证

ESG评级数据衡量企业ESG优势，该值越大表明ESG优势程度越高。表7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

服务型制造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了企业ESG优势。企业表现出ESG优势，既可从外部

吸引更多潜在人才（Liu和Nemoto, 2021），也可在内部提高员工的认可度和工作满意度（Jin和
Kim, 2022），进而提升通用人力资本水平。本文假设4得到验证。

（二） 异质性分析

本文首先划分不同类型行业和企业，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异质性检验。

按照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将样本分为高技术产业（HighTech）
和非高技术产业两组企业，高技术产业组设定为1、非高技术产业组设定为0，以验证与服务型

制造的共同作用能否提升通用人力资本。表8结果显示交乘项Service×HighTech的系数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服务型制造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效

应更明显。该结论支持张峰等（2021）的研究发现，即非高新技术行业技术更为同质化，因此服

务型制造可成为企业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主要工具；而高科技行业一般具有研发投入大、产品附

加值高的特征，更倾向于依靠技术领先建立竞争优势。
 
 

表 8    是否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是否高新技术
企业生命周期

成长期—衰退期 成熟期—衰退期 成熟期—成长期

Service×HighTech
−0.0210*

（0.0127）

Service×Lifecycle1
0.0302***

（0.0035）

Service×Lifecycle2
0.1090***

（0.0064）

Service×Lifecycle3
−0.0019
（0.00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行业、cons 是 是 是 是

N 20 010 20 327 20 327 20 327
Adj−R2 0.7057 0.1035 0.1498 0.0976

　　注：对企业生命周期按分组回归检验，则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Service的系数分别表现为5%水平
显著、1%水平显著以及统计上不显著。
 

按照Dickinson（2011）划分企业生命周期的现金流量组合法，将企业分为成长期、成熟期

和衰退期企业。再将三组企业按以下方法进行两两组合分类：①Lifecycle1为成长期—衰退期

（成长期=1，衰退期=0）；②Lifecycle1为成熟期—衰退期（成熟期=1，衰退期=0）；③Lifecycle3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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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期—成长期（成熟期=1，成长期=0）。依次考察企业生命周期与服务型制造的共同作用。

表8中结果显示，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中，服务型制造能显著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而衰退

期则不然。可能的经济学解释在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组织和人力资本

配置处于整合优化阶段（刘诗源等, 2020），开展服务型制造更有助于促进企业吸引优秀人才，

提升GHC水平；衰退期企业面临了行业成熟度上升和产品吸引力的下降（Suarez等, 2013），此
时企业即使开展服务型制造，也难以留住高质量人才。

按照行业要素密集度（IncFac），
可将样本划分为资本密集型和知

识密集型企业。其中知识密集型企

业设定为1，资本密集型设定为0。
表9显示双重差分法异质性检验中

交乘项Service×IncFac的系数统计

上不显著。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

性，更换方法进行分组回归，Service
的系数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

型企业中的统计显著性均为5%，

组间差异估计系数为0.0221，p值
为0.1330。分组回归结果仍然支持

无显著差异的结论。作为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先进商业模式和重要战

略，服务型制造与不同生产要素共同作用于通用人力资本已经呈现“遍地开花”的格局。

本文其次按服务型制造表现方式将样本划分为嵌入型服务（Service_e）和混入型服务

（Service_b）两组进行分组检验，相关数据由手工收集编码而得。前者指围绕核心产品构建并嵌

入至生产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服务，后者指为获得营业收入而开展的、与核心产品无战略匹配

关系的服务（Josephson等, 2016; Benedettini等, 2017）。现有研究认为嵌入型服务有助于提高企

业市场势力从而获取竞争优势（Benedettini等, 2017; Zhang等, 2023），而本文尝试探索两种服

务类型对通用人力资本的影响。按照服务类型分组可能面临样本选择偏差，即所有未实施服务

型制造的样本未被纳入。此处采用PSM最近邻匹配方法分别为嵌入型服务样本和混入型服务

样本从0值样本中匹配相似特征的企业，得到两组新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0所
示。1:1和1:2两种匹配比例下Service_e的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而Service_b的系数统计上不显

著。因此，嵌入型服务更能促进企业通用人力资本升级，带来竞争优势。 

 

表 9    行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双重差分法
分组回归法

资本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

Service×IncFac
−0.0159
（0.0163）

Service
0.0370**

（0.0154）
0.0150**

（0.007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行业、cons 是 是 是
N 20 010 6 125 13 860

Adj−R2 0.7056 0.6701 0.7161

组间系数差异性
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

0.0221
[0.1330]

　　注：组间差异估计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内为组间差异系数的p值。

 

表 10    嵌入型服务与混入型服务分组回归结果

1:1 1:2
（1） （2） （3） （4）

Service_e
0.0259**

（0.0115）
0.0320***

（0.0101）

Service_b
−0.0169
（0.0134）

−0.0073
（0.01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行业、cons 是 是 是 是

N 7 451 7 408 11 883 11 074
Adj−R2 0.7378 0.7372 0.7180 0.7197

　　注：两组样本均含有潜在的0、1变量，无法进行组间差异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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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讨论

通用人力资本作为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所体现的知识和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服务型制造以提供“制造+服务”成为两业融合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前沿商业模式，能否提

升通用人力资本值得探索。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产业组织理论将二者联系起来，探究其内在

作用机制。本文采用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匹配手工搜集编码的服务型

制造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型制造对通用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实施服

务型制造能够显著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表明在通用人力资本方面不存在“服务化悖论”。该
结果在采取多项稳健性检验及排除内生性干扰之后仍然成立。深入分析影响机制则发现，效率

工资、规模经济和ESG优势解释了服务型制造影响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

发现，服务型制造在非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中更能提升企业通用人力资本水

平，且嵌入型服务相比混入型服务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的效应更突出。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

密集型企业中服务型制造均能促进通用人力资本升级，无显著差异。

本文的理论贡献及政策和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本文提供了分析服务型

制造与通用人力资本的整合框架。现有文献各自分散地研究服务型制造对企业绩效、生产率和

市场势力等的影响作用，或者探讨并争论通用人力资本的衡量方式及获取来源，而作为重要战

略手段的服务型制造，必然需要通用人力资本作为桥梁提升竞争优势。本文将战略与组织战略

资源联结至一起，探索服务型制造促进通用人力资本的本质关联，拓展了现有文献。其次，研究

结论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制定建言献策。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倾向于

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传统工业转型，促进经济振兴与增长。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应构建优质

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本研究启示政策制定者应同时

重视地区教育资源的优化，从全社会角度为企业吸收更高水平通用人力资本创造有利条件。政

策制定者也可系统地完善服务型制造政策方向，将服务相关知识纳入现有的职业培训中，提高

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再次，研究发现可为企业优化战略方向提供理论参考。本文从通用人力资

本角度为企业实施服务型制造提供了理论化路径，有助于企业将其视作关键战略手段、更好地

向转型升级过渡。本文强调通用人力资本在获取竞争优势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实施服务型制

造过程中，企业战略制定者应意识到并重视它，将其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本文也

建议制造业企业可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实现规模经济和注重ESG表现来提升通用人力资本，增

强员工工作满意度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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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General 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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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human capital refers to a set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abilities possessed by
individuals, characterized by high transferability and wide applicability. Although general human capital
serves as a crucial strategic resource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ir serv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not yet explored whether there exists a “servitization paradox” concerning general
human capital in manufacturing firms. This paper selects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s
research samples to investigat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and
general human capital. The study finds that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general human capital, with the efficiency wage effect, economies of scale effect and ESG
advantage effect functioning a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on the upgrading of general human capital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ose in the growth and mature s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factor intensit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service-
oriented manufacturing on general human capital. In terms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types,
embedded servic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general human capital, while the effect of
mixed services is not obviou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i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y
enhancing general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general human capital;  efficiency wage;  economies
of scale;  ESG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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